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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新一轮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党中央统一领导的

体制优势，二是通讯技术的灵活运用。此外，还总结了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的必要性，主要包括建设适合

农村地区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协调有序的应急管理机构、提高村民的危机意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建

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农村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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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new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the system advantage of centra-
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flexible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ad-
diti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need for further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mainly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uitable for rural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coordinated and orderly emergenc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villagers’ 
crisis awaren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ef-
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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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并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一案三制”

为基本管理框架的应急管理体系，并于 2018 年 3 月设立了应急管理部，从而完成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的顶层设计，具有高屋建瓴，纵览全局的重要意义[1]。实际上，随着我国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应急

管理研究领域众多学者早已意识到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薛澜等著名应急管理学者都曾参与到国家

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与构建当中，使应急管理工作有了国家层面的宏观性规划和设计，并且应急管理

体系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国家，城乡的发展被

相应割裂开来，国家层面及城市的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并不能完全反应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此

外，目前大多研究都是以我国城市的应急机制的建立和研究为主，或者是对全国范围内的应急机制的建

立与完善提出整体建议，却鲜少有对农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研究。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

农村地区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特别是基层组织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发挥

着上级政府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2]。本文借助已有经典文献的梳理，通过疫情爆发之后对农村居民访谈

的方式，试图归纳我国农村应急管理机制与成功经验，并提出在农村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

的必要性。 

2. 关于应急管理研究的概况 

学术界真正开始将危机管理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则始于上世纪 60年代，并 70~80年代逐渐得到重视。

管理领域关于危机的概念是 Hermann 于 1963 年在《行政科学季刊》所发表的文章及同年在《财富》杂

志中被重新提出并得以正式化的[3]，其主要用于研究军事与外交危机的管理，随后涌现了大量的关于危

机管理的文献。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在数据存储、检索、操作和显示方面的发展也与之同

步[4]。上世纪 80~90 年代，不仅学术研究领域，世界各国家也开始重视对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有学者

乐观地指出，“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最有趣、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是对危机管理的研究。”[5]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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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们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不仅限于“自然灾害”领域，更多的关于人为或组织间的危机问题被学者

所重视，如 Thierry C. Pauchant 和 Roseline Douville (1993)对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了大量

的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并初步提出了跨学科整合的概念[6]。然而，真正将危机管理作为国家建设的重

点则集中出现在 90 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日本、欧洲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均遭受了不同程

度的灾害事件，学术界出现了专门研究危机管理的学科，各国在实践层面也更倾向于设置专门的危机管

理机构，从而使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完善。中国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这也造成了农村地

区与城市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和所面临的情况呈现较大差异。众多学者对此话题就行了有益的探讨，

如薛澜和刘冰(2013)对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挑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袁艺、邹铭等(2004)从区

域灾害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方面还很薄弱，提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自

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7]；张海波(2010)认为原有的“灾害管理”应当扩展为“应急管理”，而“应急管

理”又有待进一步增加向前的风险管理与向后的危机管理[8]；陆奇斌和张秀兰(2011)针对汶川地震应对

的全景式实证性研究，认为中国应急管理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希望建设强国家–强社会的应急

管理体制[9]。然而，有关应急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出现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从而引发阶段性的研究

热潮，如 2003 年“非典”、2008 年汶川大地震等，故应急管理研究的长期性、持续性研究严重不足，

而涉及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研究更是相对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元善(2015)就中国农村防灾

减灾的底层设计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本文认为，我国农村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尚存在较多困难，由

于农村地理位置偏僻和孤立、资源和后备的劳动力不足，以及组织和财政限制等都会阻碍农村应急机制

的建立和发展[10]。因此，本文借助经典文献的梳理，并通过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家庭的相关访谈，力图

归纳我国农村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应急管理经验，以供各地政府在建立与完善农村应急管理机制时参考

与借鉴。 

3. 疫情影响缘何较小？——来自农村家庭访谈的证据 

针对疫情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一话题，我们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下属的 J 村以家庭为单

位共访谈 30 个家庭，分别对他们关于疫情到来之后的看法、行动及态度进行了访谈。访谈基本采用电访

的方式进行，主要是由于当地疫情管控禁止人员随意流动，所幸该地农村通信问题已得到解决，使电访

能够顺利实现。幸运的是，大多数访谈个体(每个家庭仅有一个受访者参与访谈)都比较配合且愿意表达自

己真实的想法，从而也保证了调查内容中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真实性。地理位置上，河南省是湖北省的

邻省，而固始县位于武汉市的正北方向。信阳市作为武汉市外来人口热门来源地之一，占武汉市流入人

口总量的 1.54%。疫情加上春节期间，大量在湖北务工的农民工返乡，信阳市成了疫情重点防控地区之

一，加之河南省本身作为我国人口第一大省，更是疫情防控不容忽视的地区。因此，本文选取信阳市作

为访谈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1. 访谈情况统计分析 

受访家庭基本情况方面，家庭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大多在 50 岁以上，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其以下。其具

体家庭情况见表 1。受访家庭中接受访谈的对象以男性为主。在当地农村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的情况下，

存在着明显的年龄组效应，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受教育水平先提高，但到 35 岁以后逐渐降低，且女

性的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11]。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受访地形成了以村干部有效领导、村民良好互动的态势，特别是在村民居住

分布松散的初始条件下，村干部及时做出预防和应对措施，加上村民的积极配合，使受访地疫情爆发的

程度要远低于城市地区。从疫情防控结果来看，多数村民都对疫情后未来的发展持积极态度(28 个受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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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认为肯定会度过此次难关。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发现，大多数家庭认为疫情并不会影响家里农业

生产及计划的进行(见表 2)。在我们进行访谈期间，正值春耕即将来临之际，当地政府成立了春耕生产工

作专班，采取封路不封物资的行动，春耕所需物资皆有专门人员进行派送，如农耕机器、植物种子及化

肥等。在访谈中，一位王姓村民(男，40 岁)表示：“我们该干啥干啥，疫情对我们没有啥影响……因为

到了春耕得到时间，政府特意给予特殊的便利，负责用于春耕的机器会专门放行用于农田耕作”。综合

来看，受访地从疫情在农村爆发的程度以及疫情背后农村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民心的稳定，都可以看出此

次疫情农村地区应急管理的成功之处。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分布 

受访者年龄分布(人) 受访者性别分布(人) 受访者教育水平分布(人) 

40 岁~50 岁 5 
男 21 

没有上过学 6 

50 岁~60 岁 10 小学 9 

60 岁~70 岁 12 
女 9 

初中 11 

70 岁~80 岁 3 高中 4 

总计 30 

 
Table 2. Statistics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表 2. 有关疫情影响所持态度的统计 

 家庭数量 

疫情对生产是否有影响 
有 4 

否 26 

疫情是否增加了种植成本 
是 4 

否 26 

疫情是否影响未来的收成 
是 3 

否 27 

总计 30 

3.2. 成功经验总结 

根据访谈的内容，我们将受访地乃至多地农村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成功经验总结为三点。成功经

验主要有：1) 坚决贯彻执行党与政府安排的任务。早在疫情爆发之初，党中央迅速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凝聚共识，科学防控，以省市县区村镇街道小区，逐层划分隔离单位，切断病毒感染传播

路径。于此同时，党的组织体系高效运转，9000 多万名党员、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投入战

斗。基层政府迅速响应上级政府安排，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对重点防控方向路口

设卡监测检查。在访谈中，一位王姓的村民(男，40 岁)分享了全村封锁的经过，印证了这一有效安排：

“当时在网上了解到了情况确实很着急，武汉已经不让外出了，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村长和村书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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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边的要求让我们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外出……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不让外出就在

家待着……这个总会过去的”。2) 传统与现代通信工具的灵活配合。信息能够流畅的实现上通下达在应

急管理工作中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信息无所不达的今天，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却存在着信息接收障

碍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老人与小孩，加上较多农民文化水平较城市居民相对

低，现代通信工具使用不熟练甚至不会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此次抗疫防控工作在农村取得了意想不到

的成功，离不开当地基层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工具，主要采用的方式有电视、报纸、广播、主流媒体

微信公众号、信阳政府网、市三大通信运营商信息推送、印发宣传资料、出动流动宣传车等形式，及时

发布重要疫情信息。同时在村里信息通知不到的地方运用大喇叭等传统通讯方式挨家挨户传达到位，宣

传疫情防控情况以及预防措施，稳定民心。当笔者问到村里是如何通知关于疫情的信息时一位唐姓的村

民(男，60 岁)向说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清楚这个疫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后来村里村长和村

支书封路之后，听见他们不停地开着车在路边向我们宣传这个疫情的情况……让我们暂时都不要出门，

不要去聚会，在家里勤洗手，打扫卫生……什么时候不封路了，啥时候可以出门了等等各种情况都要等

喇叭通知才行。3) 村民给予政府高度的信任。政府的命令能够上行下效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对党与政府

的高度信任，在笔者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语言便是“政府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能够理解政府的

做法”，“我们愿意积极的配合并同其他的亲戚一起按要求执行”等等，虽然村民们对需要政令要求不

甚了解，都愿意积极配合政府的一切行动，这也是我们党与政府紧密的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见证。

一位姓郑村民(男，65 岁)和笔者谈到：“我们都是经历过苦日子的，很感谢共产党能够带领我们过上好

日子，这次疫情我也相信我们国家会解决好的，只要我们好好的配合，疫情肯定不会越传越严重的。”

而党与政府高效的行动，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不断提升疫情管控力，毫不松懈做好疫

情防控重点工作。在针对农民最关心的春耕的问题上，成立春耕生产工作专班，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在织密乡村疫情防控网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抓好春季农业生产，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3.3. 不足分析 

同时，我们通过此次访谈也发现农村地区建立应急管理体系的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1) 我国农村地

区缺乏专业性、协调有效的农村应急管理机构。为了提高国家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我国于 2018 年成

立应急管理部，目前，国家、省、市、县四级应急管理机构构架已经形成，但关于农村地区防灾救灾能

力应落实到具体每一个乡镇单位，或者说每一个村民身上。一位董姓(男，53 岁)村民认为：“我们这儿

一有啥事儿基本上都是村长或者村支书出面解决，而且需要人手的时候往往都不够，出了啥事我们也不

知道咋解决……要是有专业的人就好了，这疫情发生时总说搞好消毒工作，我们家里的老人也都不知道

啊……”同时，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在疫情爆发之时，较多农村地区临时成立了应对机构，一

般由村长、村支书以及志愿者组成。然而，他们大都缺乏专业的应急管理知识或者应对灾害的专业技术，

加上人手严重不足、缺乏与县政府配套的机构的不利因素，往往造成信息传送困难等诸多问题。即使在

村级层面宣传到位，也只是让村民们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知道如何应对危机或是采取何种措

施的村民少之又少，如上述村民所反映的缺少专业的人员指导。2) 多数农民缺乏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

的知识。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大多数村民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行动，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

反复的宣传与强调，感受到了此次疫情爆发的严重性才愿意配合政府的行动。此次访谈中，村民的年龄

大多在 50 岁以上，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大都无法适应现代通讯技术，对于疫情相关的信息接收速度慢，

无法及时准确的做出正确的反馈。以戴口罩事件为例，访谈中村民对戴口罩这件事大多持不认同的态度，

表示不知道“戴口罩有什么作用”，“口罩戴着太不舒服了”，认为“不戴应该也不会有啥事”。在许

多城市里发生的口罩哄抢事件在农村地区反而没有那么严重。另外，自疫情爆发以来，口罩成为稀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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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价格高涨，供应严重不足，民众出于对疫情的恐慌对口罩进行大量抢购。现代科技在很多农村地区

失去了它原有的优势，成为了村民们获取口罩的阻碍，许多老人使用的仍然是老年手机或者没有手机，

更不用说在微信等工具上进行线上预约，这样就使农村居民们获取口罩的通道相对艰难。因此，在很多

农村地区，村民们对政府的配合仅是做到少出门、不聚餐，而相关的疾病日常预防消毒等工作能够真正

落实到位的情况少之又少。 

4. 典型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机制与经验分析 

4.1. 疫情来袭制度优势显，党民齐心共度艰难关 

总结各个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发现应急管理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的代表国家统一

管理的权力机构。美国自“911”事件和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不断总结失败的原因，Ali Farazmand 
(2007)将卡特里娜飓风作为危机和应急管理中的“大失败”案例分析中，认为领导和中央指挥机构是危机

和紧急情况治理和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12]。而在实践中，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形成以总统为核心

的危机管理机制，于 1979 年成立联邦应急管理局，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灾害进行集中处理，灾害事故的

处理全权由联邦政府集中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多灾害的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日本政府逐步建立起了高

效、完善、 适应性强的应急管理体系，保证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有强劲有力的领导，及时进行决策。在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中，中国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建立高效统一的疫情防控体系，

保证党中央部署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各级政府、各条战线“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落实上级要求，形

成了上下联动、高效统一的防控体系[13]，这让农村地区即使没有相对健全的应急管理制度也能够在疫情

爆发之际迅速做出反应，服从指挥，井井有条而不致慌乱。疫情爆发之初，全国正值春节之际，由于农

村地区的风俗习惯，大多数家庭都要走街串巷进行拜年，但是当疫情迅速蔓延之后，上级领导迅速下达

命令严禁随意外出，村委会能够立即决定进行封锁道路，阻止村民们扎堆聚会。加上人民群众对当的信

任程度高，信赖政府的决策，发布的信息等，并积极的配合政府的行动，大大提高了应急管理的效率，

人民与党共同度过难关，不仅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4.2. 信息系统建设更全面，宣传到位稳民心 

早在危机管理发展的初期，许多学者就强调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运用于危机管

理过程的各个阶段。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信息系统方面的建设已经颇有成效，

并能够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如互联网、手机、电视、广播、电子显示屏、农村大喇叭等手段，并逐

步建立健全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覆盖城乡社区的立体化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同时，形成由国家，省(区、

直辖市)、地(市)、县四级构成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达到各级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平台与同级政府、相关

部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平台的连接，以及各层级之间的上下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实现多部门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的实时收集、统一管理和分级发布[14]。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可以看到我国充分利用信息系统，

特别是微信成为了疫情防控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管控工作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农村地区，

手机等通讯工具虽然已基本普及，但农村地区人口多以老人和儿童为主，疫情期间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大

喇叭及广播宣传，故农村应急管理的信息建设不仅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还要考虑实际信息传播的情况。 

5. 农村地区应急管理建设新要求 

5.1. 建立与农村地区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纵观各国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发展，均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撑，2003 年学者程晓陶赴欧洲考察德国，

捷克，奥地利三国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时应急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时发现，即使三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各有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2071


陈西琳 
 

 

DOI: 10.12677/ass.2022.112071 490 社会科学前沿 
 

特色，但都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的法律法规的建设[15]，使制度再考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都有坚实的法律

支撑。我国自经历 2003 年“非典”事件之后，便着手准备建设我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是我国应急管理领域的一部基本法，该法

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应急管理法治化的标志。此后，我国又颁布了大量的应急管理相关政策，但却没有专

门针对关于对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法律条文，更没有关于农村地区危机预警、危机发生时“紧

急状态”的法律法规，以及应急物资的调配、管理等法规建设。我国特殊的二元体制也使农村地区的应

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不同于城市的建设，农村地区虽然也常常在危急时刻成立现场指挥部，实施封村封路

等措施，背后往往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故应有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5.2. 建立专门协调有序的应急管理机构 

当灾害发生时，一个专门协调有序的管理机构是取得救灾成功的关键。美国在“911”事件中，政府

的灵活反应以及快速的协调各个部门在人员救助、社会稳定、防范新一轮袭击以及恢复正常社会和经济

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在经历了阪神大地震的教训之后，建立了“全政府模式”的危机管理

体制，此外，日本的应急组织体系分为中央、都 道府县、市町村三级制，并且各级政府在平时召开灾害

应对会议，在灾害发生时，成立相应的灾害对策本部，这样就保证了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快速做出反

应并迅速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我国县级政府作为国家管理体系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地区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是受突发事件影响最直接，响应速度最快，对现场情况对熟悉的一级政府，

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扮演者关键的角色。然而，我国县级应急管理机构往往作为县级政府的内设机构，

存在着观念理念不足，预案建设水平不高，缺乏专业人士或者县级政府所管职责太多而人手不足等诸多

问题，而乡镇地区缺乏与县级政府应急管理机构相配套的机构，当农村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时很难及时的

做出应对措施。虽然在此次疫情当中，我国各县级政府迅速向农村地区做出决策，但农村地区大多都是

临时组成疫情防控队伍，缺乏专业水平。 

5.3. 提高农村地区村民的危机意识，加强基础教育 

许多国家为了培养国民的危机意识，不惜花费重金投入到基础教育当中，因为能够形成危机意识，

学会危机防范知识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日本，只涉及到防灾减灾的相关内容

的刊物就有十多个期刊，重点在于对小孩子的危机意识的培养，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基本上都编写有

《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等教材，指导各类中小学开展灾害预防和应对教育。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灾害多

发的国家，也极为重视国民危机意识的教育设立专门的全国灾害管理学院，同时培养各种专业人才。韩

国规定 5 月 25 日为“全国防灾日”，在这一天举行全国性的“综合防灾训练”，这样不仅引起人们的重

视，更让国民掌握了相关知识。对于我国农村地区来说，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意识及相关技能的掌握都

相当的匮乏，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村民虽然都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工作，但却根本没有意识到疫

情爆发的严重性，当谈到出门用该随时戴口罩时，许多村民表示不理解与不配合，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

地区可获信息与教育水平有限，对世界的认知也相对固化；另一方面则需要应急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的宣传与组织相关活动，提高村民的危机意识和学习处理危机的相关知识。 

6. 研究总结 

建立与完善农村地区的应急管理体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在对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之后发现我国鲜少有关于对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的研究，一方面是梳理此次疫情农

村地区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此次访谈仍然暴露出农村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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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本文就访谈的结果分析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农村地区成功的两大最重要的原因，主要是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以及传统与现代通信技术的灵活运用，然后进一步总结出在应急管理体系在实

践当中仍需要建设和改善的地方：首先，在疫情爆发之后相关组织人员虽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但却缺

少专门的农村应急常设机构。在全民抗疫过程中，为打赢战“疫”，党中央集中研判、科学决策、统一

指挥、统筹部署，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而各地区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加强联防联控，深入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努力做到不留缝隙、不留盲区。在农村各

村领导干部更是一直坚守在人民的前方，但是没有强有力的应急组织作为支撑，难免在防控过程中出现

疏漏。其次，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支撑。对农村地区应急管理的建设并不能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建

设一概而论，而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大多都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综合的应急管理体系，鲜少涉及到农

村地区发展的独特性，更没有与农村地区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最后，我国农村地区危机管理意识

淡薄。随着人口城市化的不断将加快，同时也加快了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且农村地区大多数为老年

人，如此次访谈对象年龄大多处于 50 岁以上，文化程度低，在面对疫情时若不是村委组织反复强调其严

重性，大多数人抱有侥幸心里并且出门拒戴口罩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更不用说进行合理的预防措施。因

此更需要长期有效的机构进行教育普及与宣传。中国独特的二元制结构导致农村地区的应急管理与城市

地区的建设相差甚远，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上，农村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更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

村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建立长期的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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